
他分卷的内容缺乏专业知识，完全没有资格妄加评论 。不

过，在长达 ! 年的时间里，总编委曾经多次召集我们，讨论

有关丛书编纂的种种共同问题，我目睹了主编其他分卷的各

位学者的认真工作。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是卓有成效的。

当然，就个人的理解而言，我还是认为：我们的工 作 的 本

质，是对 "#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广泛的批评性

总结活动的一种自觉参与。

要做总结，首先当然是要清理基本的事实。因此所有分

卷的主要目标都可以说是 “描写”。不仅在第一、第二两编

中，以一级学科总论和本一级学科中二级学科之分论的 形

式，来描写该学科在 "# 世纪的发展。而且特意编纂了第三

编 “重大争论”、第四编 “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与刊

物、中外学术交流和丛书出版”，以及大事年表。希望依靠

这样的工作给人们提供一幅比较完整的学科发展的总貌，给

有心检索的朋友提供较为方便的工具。当然，是否完备是不

敢轻易担保的，也许还有挂一漏万的事情发生。但是，有一

点是可以担保的：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历史怀有充

分的敬意，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和记录那些已经发生了的 事

情；不要因为我们主观的立场而过多地影响到对事实的 描

写，至少不要因此而遗漏了重大的事件。"# 世纪的实际生活

复杂多变，而且人们的档案意识也不是一贯很强的，因此我

们梳理事实的工作一定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工作也可

以有学术积累的重要意义。

任 何 “总 结 ”， 都 是 批 评 性 的 活 动 。 我 这 里 说 的 “总

结”，自然不同于某些行政首长一锤定音的报告，绝对不是

独断的排他的东西，而是编撰者眼里的历史，因此就包含了

选择、解释和评判。这些主观性因素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是否

有价值、是否正确或正确的程度如何，并不以我们自称“总

结”就有了保证。就以哲学卷的编纂而言，虽然本卷的内容

是知识性的，但是哲学本身的特征却是即知识而超知识的。

因此，更公允的说法应该是，当我们描写 "# 世纪哲学及其

各二级学科（且不说这种分类是否合理，我们只以它是当前

学院建制的事实而言）的演变过程的时候，自然以编者所理

解的哲学为前提。我不必讳言自己的哲学立场和观点。我以

为 "# 世纪中国承接 $% 世纪末的大趋势，发生了重要的哲学

革命：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经受了现代洗礼，另一方

面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有广泛的传播，这两大传统经

过中国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使得 "# 世纪中国哲学呈现出

与古代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它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甚至是以哲学革命的方式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

了文化动力；又与其他因素一起，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之所

以是“中国的”，而不同于那个“单一的现代性”。

毋庸讳言，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另一些说法：鄙薄近代以

来中国哲学的成绩，好象一谈中国哲学就是传统的儒释道；

中国本来没有 “哲学”，所以中国哲学的 “合法性”大成问

题；更甚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哲学史”大多是“汉话胡说”，

而翻译西方著作不过是“教洋人说中文”，如此等等。其实，

这些何尝不是对 "# 世纪中国哲学的一种 “批评性的总结”？

但是偏向否定性的。不过要化力气否定，则正说明它之无法

绕过。所以也尽可在众多方式的“总结”中聊备一说。现在

我们编的 《哲学卷》，其内容只限于 "# 世纪，但正是在 "#
世纪中国哲学家应对现代社会的巨变、翻译西方著述、建设

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等过程中，中国哲学家 （冯友 兰 、金 岳

霖、熊十力、牟宗三、冯契等）创造了堪称现代中国哲学的

种种系统。我们一边说学无新旧、学无东西，一边也得承认

一代有一代之学。尽翻前代旧案，是一种学问的进路，承继

前辈的问题而继续推进，也未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关

键是在其进路上是否真正有所创新。所以，尽管我们在参与

《哲学卷》的编纂过程中时感惶恐，因为要在那么短的篇幅

中讨论许多复杂的问题，其困难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我们的

哲学修养还没有高到可以使我们能绝对避免错误，更何况还

有许多外在的限制。另外，多人合作， “众人拾柴火焰高”

是不错，一不小心火候有大小，烧了夹生饭也在所难免。不

过，我们求真的心是真诚的，而且我们只是将自己的工作看

做是向当代哲学界的讨论会提供一份自己不成熟的报 告 。

有一位哲学家曾预言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状况：对以往哲学

进行深入的总结，这种总结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

程，通过这一过程，中国哲学有望融入统一的世界哲学。预

言常是期望。通过研究和批评 "# 世纪中国人在哲学领域的

种种努力和尝试，来推进中国哲学的创造，还有漫长的路要

走，这使我想起宋人欧阳修的一句诗：“早起前山路正长”。

这可以表示我现在的心境。

政治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世纪期盼

!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授 王邦佐

《"#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

终于如愿出版了，这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也是当今政治学者历史责任的体现。

当人类社会建立公共权力时，人类

就开始了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认识

和研究。古希腊贤哲亚里士多德在其享

有盛誉的《政治学》一书中写道： “政

治 学 术 本 来 是 一 切 学 术 中 最 重 要 的 学

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

间的至善”。这些文字已经过去了 "&## 多年，但它至今仍旧

给人以深深的启迪。政治学产生于社会生活的深层需要，它

必然关注现实生活，并为现实生活不断提供政治智慧和决策

参考。在编撰本书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百年内时代之

变迁，政权之交替，生态环境之变化，日新月 异 ，变 幻 无

穷，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五花八门，极其复杂，但我们同时

也领悟到，作为经世致用之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学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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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却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中国政治学研究呈现出一

条主线，那就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怀。无论是学 科 构

建，还是研究志向，都可以看作是围绕这条主线在展开。也

就是说，中国政治学的成长肩负着现代化这个特殊历史 使

命。引导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现

代化进程，这是中国政治学 !"" 年来的世纪期盼。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学在本土文化氛围中，开始学

习、引进西方近代政治概念和学科架构。那时候正是中国社

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学与随后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

等中国近代重大社会事件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学研

究，其主题就是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扭转中国落后挨打的 状

态。但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等

各种理念和政治设计，一概无能为力，都没有也不可能引领

中国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道路。

辛亥革命前后，欧美政治学的一些理论体系和观念被系

统地、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孙中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

和借鉴了英美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提出了民权主义、五权

宪法等思想，构成其政治设计的理论依据。这位革命先行者

希望借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将中国传统的君主政治改造

成为民主政治。然而，由于其学说的先天局限性，也没有为

中国政治带来现代化成果。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因当时的

反动政治统治而停滞不前。

比西方政治学稍晚一点进入中国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传

入的政治思想。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恽代

英、邓初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在

中国得到传播。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推

进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获得主流地位，并与时俱进地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而使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脉相承

地成为全民现实的奋斗目标。事实表明，理论的先进性带来

的是实践的可行性。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揭示了人类

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在逻辑，所

以，中国政治学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政治现代

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正在取得更多新成就。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发

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本身的发展规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

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和法治建设以及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因此，在新世纪里，政治现代化仍

然是中国政治学的期盼，中国政治学应当更多地关注与回答

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通过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来促

进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现，从而使政治学在中国大地

上枝繁叶茂，更完满地实现全民的期盼。

应用经济学的经世致用

!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 谈敏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应用经济

学卷》的编纂工作自 #""# 年启动以来，

我们精心组织了上海财经大学各相关学

科的知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在两年

多的时间内投入大量精力，完成了这一

堪称浩繁的项目。

本书对 #" 世纪下半叶中国应用经济

学的发展过程作了全景式研究，全书综

述了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在 #" 世纪形成和发展的概貌，分

述了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在 #" 世纪百年的发展

状况及主要成就，从而系统地勾勒出一幅应用经济学发展的

比较完整的历史画图。

可以说运用学说史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总结 !"" 年来

中国应用经济学演变及其源流，本著作具有奠基意义。中国

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经济思想，“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是

“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

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其中就含有对于经济学的应用性 的 强

调，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则是伴随着

!$ 世纪后半期到 #" 世纪初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生发的。西方

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对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并没

有进行清晰地界定，西方经济理论包括应用经济学所涵盖的

贸易、财政和金融理论均被大量引入国内。“洋务运动”倡

导下的新式学校的建立最先进行了中国应用经济学教育的尝

试，此后在兴办“西学”的风潮中，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

学的分立以及应用经济学学科的分类逐渐明朗，理论经济学

的课程设置在法律专业之下，而商科专业开设了大量的应用

经济学的课程。民国初期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建立了

包括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统计学、区

域经济学、会计学、商业数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应用经济学

的学科体系。#" 世纪上半期，囿于中国动荡的时代背景，中

国的应用经济学虽有所发展，但是非常缓慢，同时在整个社

会科学中所处的地位也较低。

新中国成立以后，应用经济学经历了初步发展、发展停

滞以及全面发展的阶段，在其沿革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理论

基础也经历了从单纯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模式为主

向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转换过程，与之相适应，

#" 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应用经济学学科范畴也进行了演变。#"
世纪 %" 年代以来国家先后进行了 & 次大规模的应用经济学

学科的专业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现实经济格局，形成了

由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产 业 经 济

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

经济学等主要分支学科组成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世纪

下半叶我国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种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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